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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的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
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
郭雅雯，赵敏娟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７１２１００）

摘　要：近年来，耕地面积变化的人文驱动力研究成为土地利用与土地覆盖变化（ＬＵＣＣ）领域研究的热点。以陕西省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耕地面积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时间序列数据为例，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逐步回归法筛选出

影响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然后运用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分析经以上方法筛选出的主要影响因素即城

镇化率、人均生产总值、公路里程、社会消费品总额对于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均生产总值的提高

是导致陕西省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社会消费品总额的增加对于陕西省耕地面积的减少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交通条件的完善是促进陕西省耕地面积增加的主要驱动力。同时，城市化率的提高对抑制耕地面积的减少起到了

一定的促进作用。据此，研究认为缓解陕西省耕地面积减少的压力可以从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完善交通设施，调整

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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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膨
胀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人类对包括土地在内的
生产资料需求急速增长。按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人类对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断深入，尤其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深
入，土地利用变化与土地覆盖变化愈发活跃［１］。在纯
粹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过多的耕地被转为经济收益较
高的非农业用地。耕地的过多转换，不仅造成了农业



生产上的压力，也带来了全球性或区域性的环境问
题：土地荒漠化蔓延、酸雨频繁发生、臭氧层空洞。近
年来，全球环境变化研究领域开始重视对土地利用与
土地覆盖变化（ＬＵＣＣ）的研究；其中，在众多的土地
利用类型中，耕地与建设用地的变化是研究热点之
一［２］。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耕地总面
积仅占世界耕地面积的７％，但承载的人口却占世界
总人口的２２％，人均耕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
平，耕地资源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业技术进步乃至
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最主要因素。
已有的研究中，通过运用不同的土地利用描述模

型系统地分析耕地利用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并且全面
概括分析了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自然、社会、经济因
素。人类活动是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已
经得到广泛认识，但受到认识程度和技术手段的限
制，在建立分析模型时难以成功地将社会经济因子的
驱动力贡献加以定量分析和模拟。因此，加深耕地面
积变化机制的研究可以提升对土地覆盖变化规律的

认识。但是，关于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驱动机制的研
究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研究区域尺度问题。中国
目前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大尺度的宏观研究和小尺

度的微观研究居多，而中等尺度的省域土地利用变化
研究较少。二是社会经济的驱动因子确定依据不足。
在确定社会经济驱动因子时没有根据研究区域的特

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使得分析结果流于形式，
没有新意。三是土地利用和各社会经济因子之间以
及各个社会经济因子自身之间存在着各种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乃至相互制约的关系。因此，在定量地分析
社会经济驱动因子对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时，如果
不采取科学严谨的计量方法，容易面临着数据的异方
差性和多重共线性问题。
作为西北地区经济相对较发达的一个省，２０１０

年陕西省全年实现生产总值１０　１２３．４８亿元，人均生
产总值２７　１３３元。这表明陕西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已
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随着陕西省城镇化、工
业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升级，经济
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将日益严重。陕西省耕
地面积由１９７８年的３８５．３６万ｈｍ２ 减少到２０１０年
的２８６．０５３万ｈｍ２，年均减少３．００９万ｈｍ２。基于
此，分析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规律，研究陕西省耕地
面积变化的驱动力，对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实现陕
西省区域耕地可持续利用，以及协调好陕西省耕地保
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运用土地利用变化的描述模型，利用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相关耕地资源数据实证分析陕西省耕

地现状，揭示陕西省耕地变化的规律及趋势，以此作
为测算分析陕西省耕地与社会经济驱动因子之间关

系的基础。然后，分析影响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主
要影响因素和各个社会经济主要影响因素与耕地的

因果关系。在对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解释和分
析的基础上，针对性提出提高陕西省耕地面积集约节
约利用和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１　研究区概况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地处东经１０５°２９′—１１５°１５′，北纬３１°４２′—

３９°３５′，属内陆省份，南北长约１　０００ｋｍ，东西较窄约

３６０ｋｍ。全省纵跨黄河、长江两大水系，黄河支流径
河、渭河在此注入黄河，中国铁路大动脉陇海线横穿
中部，是“新亚欧大陆桥”亚洲段的中心和进入中国大
西北的门户。全省辖１１个地级市，３个县级市，国土
总面积２０．５８万ｋｍ２。２０１０年陕西省耕地面积为

２８６．０５３万ｈｍ２，总人口３８　７３８　７２５人，其中农业人
口为２５　５１６　０４３人，占总人口的６５．９％。改革开放

３３ａ来，陕西省耕地面积总体呈逐步下降趋势（图

１）。人均耕地面积在２００１年之前呈现逐年递减趋
势，直到２００２年以来这一递减趋势有所缓解。结合
耕地面积年递减率情况来看，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程
度在各个阶段有所差异，但总体呈逐渐减少的趋势
（图２）。

图１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陕西省耕地、人均耕地面积变化趋势

图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陕西省耕地面积递减率

１．２　研究方法
基于《陕西六十年》和《陕西省统计年鉴》，以省为

统计单位，对陕西省这３３ａ引起耕地面积变化的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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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驱动力进行全面分析。具体方法为：（１）利用陕西
省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耕地面积统计数据分析其耕地面积
变化的特点。（２）利用陕西省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众多社
会经济统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筛选出影响
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影响因素。
（３）运用逐步回归法，去除存在多重共线性的社会经
济影响因素。（４）运用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分析陕西省
耕地面积的变化与这些社会经济因素的因果关系。

２　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驱动力分析

驱使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因素众多，但是可以
把引起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因素归结为两类，即自然
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在自然因素中，耕地面积变化
的驱动力主要有气候、土壤、水文及生态系统结构等；
在社会经济因素中，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主要有：
技术进步、城镇化、人口变化率、社会发展、收入差距、
经济增长、政治经济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等［３］。主成分
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线性变换，将原来的多个指标组
合成相互独立的少数几个能充分反映总体信息的指

标，使用提取出的主成分代替原始变量，从而在不丢掉
主要信息的前提下避开了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便于
进一步分析［４］。基于前人的研究以及陕西省自身经济
发展特点，本文选取人均ＧＤＰ、人均财政收入、城市固
定资产投资、公路里程、社会消费品总额、城镇人均收
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业机
械总动力、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市镇人口占总人
口比重、第一产业职工所占比例、第一产业产值所占
比重、第二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这１４项指标。将以
上１４个表征社会经济对耕地面积变化产生明显影响
的驱动因子视为一个整体，这些因子共同作用，促使
了陕西省耕地面积的变化。运用因子分析法，通过这
些因子在新组合成的主成分中的荷载，评价其对土地
利用变化影响的重要程度。
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第一、第二主成分累积贡献

率达到了９５．１５４％，完全可以对陕西省耕地面积变
化给出充分的解释（表１）。根据贡献率可以看出，第
一个主成分的贡献率远远大于第二个主成分的贡献

率，因此第一个主成分在本研究中占有更重要的地
位，它所含有的因子更能反映问题的实质，也即为影
响土地利用变化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以前二个主成
分为基础，根据各主成分中各驱动因子荷载可分析其
在相应主成分中的贡献率（表２）。主成分载荷是主
成分和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表１可知，第一主成
分对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贡献率高达８５．６８４％，
是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在第一主

成分中，人均财政收入、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人均

ＧＤＰ、公路里程、社会消费品总额这５个驱动因子的
荷载绝对值均在０．９４以上，而这些因子主要与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有关。因
此，第一主成分可以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
市发展水平的代表。１９７８年—２０１０年，陕西省人均

ＧＤＰ由０．０２９　１万元增加到０．５０６　１１８万元（以１９７８
年的价格水平为标准），人均财政收入由０．００７　１１万
元，增加到０．０８９　９５万元（以１９７８年的价格水平为
标准）。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由１７３　６８４万元增长到

１５　２３４　９９３万元（以１９７８年的价格水平为标准）。表
明随着陕西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步伐的加
快，导致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引起
了耕地面积的变化。在第二主成分中，只有市镇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的荷载绝对值大于０．８。因此，第二
主成分可以概括为城市化水平主成分。１９７８—２０１０
年，陕西省城镇人口由４５４万人增加到１　７０７万人，
城镇化水平由１６．３％增长到４５．７％，表明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乡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高，促
使陕西省耕地面积发生了变化。从分析结果来看，这
些驱动因子都对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造成了一定程

度的影响，但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是影
响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因素。
表１　因子特征值、主成分贡献率、累积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１　 １１．９９６　 ８５．６８４　 ８５．６８４
２　 １．３２６　 ９．４６９　 ９５．１５４

表２　旋转后的公因子载荷矩阵

变量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人均财政收入 ０．９８２　 ０．１０８
城市固定资产投资 ０．９７５　 ０．０９６
人均ＧＤＰ　 ０．９７２　 ０．２１９
公路里程 ０．９６０　 ０．０７６
社会消费品总额 ０．９４９　 ０．２７８
城镇人均收入 ０．９３１　 ０．３５７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０．９２９　 ０．３５２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 ０．９２６　 ０．３４８
农业机械总动力 ０．８８９　 ０．４３７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０．８６６ －０．４８４
第一产业职工所占比率 －０．８０５ －０．５６３
市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０．０５４　 ０．８７２
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重 －０．６６４ －０．６９０
第二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 ０．６６４　 ０．６９０

３　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的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分析

３．１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简介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的前身是ＩＰＡＴ环境压力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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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Ｉ＝ＰＡＴ，其中Ｉ为环境压力，Ｐ 为人口数量，Ａ
为富裕度，Ｔ 为技术［５］。此后，ＩＰＡＴ等式在实际应
用中得到了不同的重构或扩展。其中Ｒｏｓｅ和Ｄｉｅｔｚ
将ＩＰＡＴ等式表示成随机形式，即通过人口、富裕度
和技术的随机回归分析各驱动力对环境压力的影响，
简称为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其形式通常如下：

Ｉ＝ａＰｂＡｃＴｄｅ （１）
式中：ａ———模型的系数；ｂ，ｃ，ｄ———各驱动力指数；

ｅ———误差。当ａ＝ｂ＝ｃ＝ｄ＝ｅ＝１时，ＳＴＩＲＰＡＴ模
型即为ＩＰＡＴ等式［６］。在实际应用中为测试人文因
素对环境Ｉ的影响，通常将上式转化为对数形式：

ｌｎ（Ｉ）＝ｆ＋ｂｌｎ（Ｐ）＋ｃｌｎ（Ａ）＋ｄｌｎ（Ｔ）＋ｇ
（２）

式中：ｆ，ｇ———方程（１）中ａ和ｅ的对数。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由于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对数变换，所以能较好地
解决异方差性和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且能很好地解
决实证分析中如何检验各驱动力变化对土地利用变

化的影响问题。在本论文中Ｉ为耕地面积，Ｐ，Ａ，Ｔ
等自变量为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后得出的影响陕西

省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指标。

３．２　指标的选取
基于以上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陕西省耕地面积

变化驱动力的分析，在第一主成分中选取驱动因子的
荷载绝对值均在０．９４以上的驱动因子（表２），它们
分别是人均财政收入、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人均

ＧＤＰ、公路里程和社会消费品总额。在第二主成分
中选取驱动因子的荷载绝对值在０．８以上的驱动因
子，它是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虽然通过主成分
分析和因子分析方法得出的驱动因子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但是这些驱动因子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存在着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本文通过ＳＰＳＳ软
件，运用逐步回归法，从这６个因子中筛选出社会消
费品总额、市镇人口占总人口数、公路里程和人均

ＧＤＰ。

３．３　模型结果与分析

３．３．１　模型结果　模型的数据分析采用最小二乘
法，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中，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
回归分析一般面临着数据的异方差性问题。由于采
用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时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对数变换，误
差项反映的是一种相对误差，而相对误差往往具有同
方差性，因此采用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本身能较好的解决
模型的异方差性［７］。将式（２）利用ＥＶＩＥＷＳ软件对
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各项参数见表３。
从表中可以看出，模型Ⅰ的拟合优度达到了

９７．９％，且所选的指标系数均在０．０５水平显著不为

０，方程拟合效果较好，说明模型Ⅰ能较好地解释陕西
省耕地面积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模型Ⅰ的
具体形式为：

ｌｎ（Ｙ）＝８．０１８６３６＋０．０６００５４ｌｎ（ｘ１）－０．１１２９７１
ｌｎ（ｘ２）＋０．１１２８５１ｌｎ（ｘ３）－０．０９６８１６ｌｎ（ｘ４）

式中：Ｙ———耕地面积（１０３　ｈｍ２）；Ｘ１———市镇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Ｘ２———人均 ＧＤＰ（万元）；Ｘ３———公
路里程（ｋｍ）；Ｘ４———社会消费品总额（万元）。

表３　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Ⅰ
常数项 ８．０１８６３６（９．５４９６５９＊＊＊）
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Ｘ１）０．０６００５４（６．０６１８５２＊＊＊）
人均ＧＤＰ（Ｘ２） －０．１１２９７１（－２．３５５００７＊＊）
公路里程（Ｘ３） ０．１１２８５１（５．９７２８４５＊＊＊）
社会消费品总额（Ｘ４） －０．０９６８１６（－２．２５３２９０＊＊）

调整的Ｒ２　 ０．９７９３０８
Ｆ统计值 ３７９．６３１９
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统计值 １．５３５３４６
样本量 ３３

３．３．２　模型分析　从模型Ⅰ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城镇 化 率 每 提 高 １％，将 引 起 耕 地 面 积 增 长

０．０６０　０５４％。意味着陕西省城镇化率对于抑制耕地
面积的减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与
王琳［７］、李春华［８］、王晓轩［９］的研究结果相似。可能
的解释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土地的集约
节约利用，从而增加了耕地面积。此外，从模型Ⅰ的
估计结果还可以看出，公路里程每增加１％，将导致
耕地面积增加０．１１２　８５１％。这与设想的公路里程的
增加将导致耕地面积减少的假设相矛盾。可能的解
释是从单位用地面积形成的路网通行能力看，近年来
陕西省随着公路网等级的不断提升，结构趋向合理，
以相对较少的占地，大幅提升了路网通行能力，促进
了公路用地的集约化。此外，陕西地处西部内陆，地
形复杂多变，土地利用程度低，农业用地受交通制约
性大。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
农业生产条件。扩大了农产品市场流通范围，降低了
农产品的生产流通成本，使得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积极
性空前提高，从而提高了土地的垦殖率。
人均ＧＤＰ对于耕地面积的变化影响较大。在其

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均生产总值每提高１％，耕
地面积减少０．１１２　９７１％。自改革开放以来，陕西省
人均 ＧＤＰ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９１元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

５　０６１元（以１９７８年的价格水平为标准），增长了１７
倍。可能的解释是经济的增长，促使基础设施的建设
不断发展和完善，重点建设项目增加，投资增多，工业
园区等建设用地的扩展大量侵占了耕地。社会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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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每增加１％，会导致耕地面积减少０．０９６　８１６％。
这一研究结果与李景刚［１０］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这
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陕西人民的消费结构不断发
生着变化，人们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更加追求生活
质量，从而导致非农用地需求的增加。同时，受比较
利益的驱动，农民不断地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将更多
的耕地改造成了经济效益较高的果园等园地面积，改
变了农业用地内部结构，造成了陕西省耕地面积的
减少。

４　结 论
（１）本文在研究陕西省耕地面积变化与各个社

会经济因素的关系时，将用于环境领域研究的ＳＴＩＲ－
ＰＡＴ模型进一步拓展并运用其中。通过陕西省的实
证研究，发现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能较好地拟合耕地面积
与社会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城镇化率、人均
生产总值，交通，社会消费总额对于陕西省耕地面积
变化的影响。

（２）根据拟合出的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以及相关分
析，可知陕西省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间，人均生产总值和交
通对于耕地面积的变化影响较大。其中，人均生产总
值的提高，是以牺牲耕地面积为代价的。而公路里程
数的不断增加，致使陕西省农业生产条件进一步完
善，间接促进了陕西省农业发展。城市化率的提高对
于抑制陕西省耕地面积的减少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非农用地
需求增长。同时，农业用地内部结构的改变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耕地面积的变化。
随着陕西省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的加快，产业

结构将优化升级，土地的稀缺性与经济发展占用耕地
的现象日益严重，在这个时期对于陕西省耕地的变化
及其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是深入研究陕西省耕地面

积变化规律，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前提。研究表明，
陕西省在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应继续加强土地

的集约节约利用。在不占用耕地的情况下，不断地完
善交通设施及其配套工程，更好地促进陕西省农业发
展。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从而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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